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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围绕性别分工、性别观念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现有文献欠缺夫妻双方的分析视角和互动情境的问题意识。 本文

使用 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构建情境视角下的分析框架，以考察经济和家务维度的性别分工实践以及夫妻性别观

念互动如何共同形塑婚姻满意度。 研究发现：首先，“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传统分工无法达成两性满意的婚姻，当代中国女

性要求丈夫既能挣钱养家也能分担家务，男性虽然要求妻子操持家务，但也看重妻子的经济贡献。 其次，基于夫妻双方性别观

念的交织对观念互动进行分类，性别观念冲突的类型不利于提升婚姻满意度，个体对配偶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的重视程度随

互动类型而变化，“丈夫现代—冲突型”中夫妻对彼此承担经济责任的要求存在矛盾，表明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交互作用于婚

姻感受。 最后，与性别分工实践相比，夫妻间性别观念契合对中国夫妻婚姻满意度而言更为重要，同时需要关注两种影响在不

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存在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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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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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缘起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的粗离婚率从 １． ０５‰持续攀

升至 ３． ０９‰，虽然 ２０２１ 年离婚冷静期实施后离婚率

呈回落态势，但不足以说明婚姻关系趋于稳定①。
伴随婚姻意义的转变，个人幸福和情感缔结愈发成

为人们的核心需求［１］，婚姻满意度这一衡量个体对

婚姻关系满意程度的主观感受［２］ 事关人民幸福与社

会和谐。 在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中，经济和家务

两个维度的性别分工实践以及对其公平性的认知是

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关键要素［３］［４］［５］。 围绕这个议题，
中国多种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交织，形成一幅传统

与现代元素杂糅的马赛克图景［６］，这能从以下发展

趋势中窥见。
“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传统分工实践与现代

幸福婚姻的适配性悄然生变。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

来，教育性别差距逐渐缩小。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９０ 后”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甚至超过

男性 ０． ３９ 年②；世界银行披露的中国女性劳动参与

率也位居世界前列。 但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发展却

处于“停滞”状态［７］，女性在承担更多经济功能的同

时，负担的家务远超过男性［８］，这种不平衡的分工状

况会激发女性对婚姻的不满［９］。 另一方面，伴随市

场化的深入，两性的就业脆弱性均有增强趋势［１０］，虽
然相比于男性，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更为弱势，可随

着婚姻经济成本的攀升，经济基础对维持婚姻稳定来

说愈发重要［１１］，不仅女性重视丈夫的经济贡献［５］，男

性也会因妻子经济贡献不足而离婚意愿上升［１２］。
不过，性别分工实践对婚姻感受的影响取决于

社会性别文化。 具体而言，当女性持有现代性别观

念时，她们的婚姻满意度在更大程度上受家务分工

的影响［１３］。 此外，性别观念本身在维系幸福婚姻中

也发挥独立作用。 当下中国呈现出一种综合了马克

思主义性别平等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和儒家父权

思想的马赛克性别意识形态［１４］。 随着性别意识形态

的日益多元化，个体越发重视婚姻双方精神世界的

匹配，“三观相合”在年轻一代的结婚决策中被频繁

提及［１５］，性别观念与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实践密切

相关，夫妻在这个“第四观”上的契合能显著提升女

性婚姻满意度［１６］。
上述多重转型的相互叠加，表征着个体对配偶

挣钱养家和分担家务的角色要求展现出传统与现代

杂糅的特征，性别分工和性别观念对婚姻满意度的

影响趋于复杂。 哪些相关的个体、关系、行为和认知

因素形塑了婚姻感受？ 学者们主要采取两种理论视

角解答这一问题：一是基于经济理性假设的分工交

换论，将个体视为独立并且更多受利益主导的资源

交换者，强调配偶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对婚姻感

受的增益［１７］（ＰＰ３０－５３）；二是从价值观念出发的性别角

色论，把个体看作性别规范体系支配下的文化行动

者，关注个体的性别观念对婚姻感受的影响［１３］［１８］。
实际上，婚姻感受无法与夫妻互动情境割裂开

来，我们需要讨论夫妻互动脉络中的经济分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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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分工实践、双方认知的性别规范及其相互作用

等情境性要素。 但是，既有文献大多是将男女视作

相对独立的个体，欠缺夫妻双方的分析视角和互动

情境的问题意识。 比如，已有研究往往仅考虑作为

研究对象的个体的性别观念，而没有考虑配偶的性

别观念，更没有探讨丈夫与妻子在性别观念上的现

代与传统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类型的观念互

动。 伴随日趋多元化的性别意识形态，在夫妻之间

不同现代程度的性别观念的交织中，性别观念互动

呈现出多种样貌的契合与冲突状况，这构成了夫妻

双方评价性别分工实践时的特定情境。 从这个意义

上讲，全面理解婚姻满意度这一扎根于具体而微的

互动情境中的感受，应当同时关注夫妻双方的性别

观念及其互动模式。
鉴于此，本文使用 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ｙ，ＣＦＰＳ）数据，通过夫妻配

对的研究设计，引入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型学分

析，构建情境视角的分析框架，来考察经济和家务两

个维度的性别分工实践，以及夫妻性别观念互动如

何共同形塑了个体的婚姻满意度。 延展开来说，本文

聚焦以下三组问题：第一，重点关注与“男人养家，女
人持家”不同的现代角色要求，即丈夫分担家务对女

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妻子挣钱养家对男性婚姻

满意度的影响；第二，中国夫妻的性别观念互动呈现

哪些类型，哪种互动类型有助于提升婚姻满意度，夫
妻对彼此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的重视程度是否在互

动类型间存在差异；第三，对于男女两性的婚姻满意

度而言，是配偶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重要，还是夫

妻间性别观念契合更加重要，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

影响在不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是否存在异质性。
综上，在理论视域中，本文期望整合分工交换论

和性别角色论，构建一个情境视角的分析框架，全面

剖析新时代中国已婚男女的情感样态。 目前学界更

多关注真实的性别分工现状及其成因，较少涉及家

庭成员对性别分工实践的评价与感知。 本文通过探

究性别分工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将相关的个体性、
情境性、实践性和认知性因素共同纳入思考范畴，以
期推进性别角色分工这一经典议题。 在现实意义

上，伴随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传统与现代元素在同

一时空维度上并行交集、高度压缩［１９］（ＰＰ３－１２），本文使

用 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可以检视当代亲

密关系中与传统性别角色脚本不同的新变化。 在

“不婚不育”日渐成势的今天，厘清性别分工、性别

观念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婚育率低

迷的线索、构建和谐平等的婚姻关系、提振社会整体

的婚育水平具有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在考察婚姻感受时，分工交换论认为丈夫与妻

子所掌握的可供交换的经济能力与家务能力直接影

响婚姻感受，性别角色论认为性别分工实践嵌入于

性别规范体系中，可进一步控制和调节性别观念。
但是，婚姻满意度既非纯粹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

核算，也非全然源于文化规范对个体认知的直接映

射，而是由夫妻互动所孕育的主观感受，涉及互动情

境中的资源投入、个体认知和观念互动等多重要素。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目前学者对于夫妻间性别观念

互动的观照不足，对于从情境视角将分工交换论和

性别角色论进行整合的研究更是鲜见。
因此，在构建情境视角的分析框架之前，本文先

概括分工交换论和性别角色论的主要立场，并分析

这两种理论视角在解释逻辑上的盲点，指出相关实

证研究在数据时效性、变量操作化和研究设计等方

面存在的缺陷，以便在理论与实证层面为婚姻家庭

研究提供新的知识积累。
（一）分工交换论：经济贡献、家务贡献与婚姻

满意度

分工交换论视婚姻收益为男女间基于性别分工

的资源交换，婚姻满意度源于夫妻双方对彼此经济

和家务贡献多寡的比较权衡。 加里·贝克尔（Ｇａｒｙ
Ｂｅｃｋｅｒ）的家庭经济学将家庭看作追求效用最大化的

经济单位，强调男性经济资源和女性家务服务间的交

换。 缘于时间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丈夫需要扮演“养
家者”角色，妻子则要专司“持家者”角色［１７］（ＰＰ３０－５３）。

然而，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女性的

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稳步提升，双薪家庭模式

逐渐替代男性经济顶梁柱式的传统模式成为主流家

庭模式［２０］［２１］。 可是，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并不昭示

着私人领域的齐头并进［７］。 女性结束职场中发条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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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转后，还要完成家庭内的“第二轮班” ［２２］（Ｐ１５），承
担大部分家务劳动［８］［２３］。 这种不平衡的分工安排会

侵蚀女性公平感［９］，激发夫妻间的冲突［２４］，降低女性

的婚姻满意度［３］［５］。 分工交换论认为个体与能满足

自身“收益”的配偶维持亲密关系，有研究证实中国

女性的婚姻满意度明显低于男性［２５］，工作与家务双重

负担导致婚姻生活中女性的角色压力较大，出现更多

心理健康问题［２６］。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丈夫的家务贡献越大，女性的婚姻满意

度越高。
就丈夫婚姻感受而言，西方学者发现妻子经济

贡献的影响是混杂且冲突的。 “经济独立假说”认

为，妻子参与劳动力市场会打破传统分工模式并影

响婚姻收益，增加婚姻解体风险［１７］（ＰＰ５４－７９）［２７］。 然而，
“弹性假说”表明，妻子共担养家责任能提升丈夫婚

姻满意度［３］，促进家庭福利和婚姻稳定［２８］［２９］。
但上述观点在中国的适用性尚不明确，国内研究

较少讨论经济分工与丈夫婚姻感受的关系。 基于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三项实证研究显示，妻子

经济收入对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３０］［３１］，妻
子经济贡献过多反而会降低男性对家务分工的评

价［３２］。 可是，现有研究的数据无法捕捉中国社会近

些年尤其是新冠疫情带来的生活风险骤然加大的背

景下的快速转变。 于是，本文使用更新的夫妻配对

数据，探讨形塑婚姻体验的性别角色脚本是否出现

新变化，并为检验西方学界的冲突观点提供来自中

国的证据。
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国“大锅饭”式

的福利供给制度逐渐转向个人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日益凸显家庭作为“安全网”的重要性［３３］。 在两性

就业脆弱性强化的背景下［１０］，仅靠男性养家糊口难

以应对经济风险，“男主外，女主内”可能不再是合

理安排。 一些本土研究揭示，男性在择偶时期待寻

找到具备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以共同承担家

庭经济责任［１１］。 此外，迫于生活成本压力，男性农民

工会在养家角色上做出男性气质的妥协［３４］（ＰＰ９０－９１）。
与传统分工模式相比，双薪家庭更有利于改善经济

状况，提高婚姻稳定性［１２］。 因此提出假设 ２。
假设 ２：妻子的经济贡献越大，男性的婚姻满意

度越高。
分工交换论为婚姻感受提供了基于经济理性的

解释，但该理论因忽视文化规范的作用而受到批评。
婚姻满意度并非直接来自对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的

量化比较，而是来自是否满足了个体的性别角色期

待［１８］。 对绝对意义上分工实践的平等进行简单观

察，无法精准触及婚姻中的公平逻辑与情感体验，我
们还需考虑关于男女两性的角色、地位和分工的认

知，也即性别观念。 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性别角

色论的核心观点。
（二）性别角色论：性别观念与婚姻满意度

经济分工与家务分工是个体践行其性别角色认

知的场域，不满意并非全然由客观的性别分工实践

所激发，更多地是由分工实践与个体期待之间的偏

离，或是由夫妻间性别观念冲突所导致。 因此，性别

角色论控制性别观念并考虑其调节作用，现存研究

主要从个体认知和夫妻匹配两条路径来探讨性别观

念的影响。 第一条解释路径关注个体性别观念的现

代程度。 一方面，性别观念是发挥直接影响的独立

要素，持有现代性别观念与男性更加积极的婚姻感

受相关，却使女性更不满意婚姻现状［３５］［３６］［３７］。 现代

女性更可能与丈夫产生矛盾，但支持家务共担的男

性反倒在与妻子的相处中获得好处［３８］。 另一方面，
性别观念也与性别分工交互作用于婚姻感受，相较

于追求性别平等的女性，传统女性更能接受不平等

的家务分工状况［４］［５］［１３］。 第二条解释路径关注夫妻性

别观念的契合状况。 经验研究显示，当夫妻双方的性

别观念契合时，他们在工作与家庭决策上更易达成一

致，这有助于减少日常冲突［２２］（ＰＰ５７－６２）。 夫妻性别观念

匹配显著提高了中国女性的婚姻满意度［１６］，此外，夫
妻共识还是提升中老年人婚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３９］。
反之，夫妻间价值观念的冲突会削弱婚姻稳定性，增
加离婚风险［４０］。

（三）情境视角下的婚姻满意度

１． 引入夫妻性别观念互动：基于类型学的分析

性别角色论为理解婚姻感受提供了一种文化视

域，获得国内外诸多的实证支持。 然而，该理论在解

释逻辑和研究设计上仍存在疏失，现有文献更多是

基于丈夫或者妻子的单一视角，忽视情境分析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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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维度的重要性，导致对夫妻之间性别观念互动的

研究较为缺乏。 事实上，个体的经济和家务贡献只

有符合夫妻双方的性别角色期待后才能转化为婚姻

关系中有效的交换资源［１８］，这表明性别分工的公平

逻辑根植于特定的夫妻互动情境之中。
以研究微观互动为己任的符号互动论认为，“情

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是指人们在社会互动时所面对的情形

或场景，包含作为行动主体的人，行动者间的角色关

系，行动者的需求、资源、价值观念和行为等要素，日
常生活中的行动只有在特定情境里才能传达其意

义［４１］（ＰＰ１－１２）［４２］（ＰＰ２０－４９）［４３］。 秉承符号互动论的学术传统，
本文的夫妻互动情境是指丈夫和妻子的双重互动主

体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家务贡献、双方认知的性别规

范及其相互作用等构成要素的集合。 在夫妻互动的

过程中，个体会对整个情境做出意义阐释与主观解

释，这正是“情境定义”（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的
核心理念，“情境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的

行动和态度［４４］（ＰＰ１－２）［４５］。 婚姻满意度的形塑同样源自

个体对整体夫妻互动情境的感知与定义，涉及诸多

情境性要素的直接影响和交互影响。
夫妻互动情境实际影响着婚姻感受，因此需要

从夫妻双方的视角考察该情境中的构成要素。 就性

别观念对婚姻感受的影响而言，配偶性别观念正是

互动舞台上的关键布景。 少数考察了配偶观念的定

量研究发现，丈夫的性别平等意识不仅能纾解家庭—
工作冲突对妻子婚姻感受的负面影响［４６］，还与妻子性

别观念交互作用于双方对婚姻质量的评价［４７］。
但是，回顾性别角色论的两条解释路径后发现，

在关注个体认知的路径中，现有研究通常只是考察

了研究对象自身的性别观念，没有将配偶性别观念

纳入考量，因而忽视了夫妻互动情境中“重要他人”
的文化期待对互动过程的影响［４］［５］［３５］［３７］［３８］。 在关注夫

妻匹配的路径中，这些研究考虑了配偶性别观念，但
在变量操作化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既有研究要么在

统计模型中同时纳入夫妻双方的性别观念［３］［４６］［４８］，要
么将观念匹配处理成夫妻间性别观念得分的差

值［１６］［３９］［４０］，却没有关注由夫妻双方性别观念的相互

交织构建的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类型，从而难以考察

婚姻内部多样化的观念互动模式，也就无法深入思

考婚姻感受扎根的具体情境。
中国人性别观念向现代的转变在不同性别、世

代和城乡群体间具有不均衡性［４９］，年轻世代中男性

和女性的性别观念更是呈现“撕裂”现象［５０］，有学者

将当今社会的宏观性别意识形态描述为一幅斑斓交

错的马赛克图景［１４］，在微观家庭层面同样表现为夫

妻之间传统与现代理念的杂糅互动。 面对纷繁复杂

的夫妻互动情境，我们需要描绘身处其中的夫妻在

观念互动上展现出的多种样貌的协商一致和矛盾冲

突，以便依据观念互动对具体情境进行细分，进而深

入探究婚姻满意度这一情境性产物。
因此，本文基于丈夫性别观念现代程度和妻子性

别观念现代程度两个维度，构建了夫妻性别观念互动

的类型学框架（见图 １）。 性别观念现代程度体现了

个体对于传统性别规范的内化程度，这里的传统与现

代只是对趋向性的大致测量，并非认为性别观念能在

传统与现代间做出截然区分。 夫妻之间传统与现代

观念的互动生成了不同的观念契合状况，互动中既存

在协商成功从而达成一致的夫妻，也存在协商失败产

生矛盾冲突的夫妻。 具体而言，依据双维度的交织，
观念互动呈现四种理想类型：既囊括第一象限中都支

持性别平等和第三象限中都遵循传统性别规范的夫

妻，也包含第二、四象限中性别观念冲突的夫妻。
２． 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共塑：一个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目前围绕性别分工、性别观念对婚姻

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存在三点疏失。
第一，资源交换与文化认同并非二元对立，经济

逻辑和文化逻辑共同形塑了个体婚姻体验，因此应

当搭建起整合分工交换论和性别角色论的分析框

架。 然而，鲜有研究将夫妻双方的经济贡献、家务贡

献和性别观念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同时考察男女

两性的婚姻感受，并关注婚姻关系中与传统性别角

色脚本相悖的新变化。
第二，既有研究缺乏对情境分析和互动维度的

观照，性别角色论的相关研究往往只停留于个体观

念现代性和夫妻观念契合度，没有探讨夫妻性别观

念互动的多种类型，也未揭示不同类型间分工实践

对婚姻感受的差异化影响，因此仅由夫妻一方观念

所得到的结果难免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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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型学框架

　 　 第三，对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的关注基于不同

的理论预设和解释逻辑，两种解释的适用性会随时

间和空间而发生变化。 但是，现有研究忽视了分工

实践和观念互动的作用力大小比较，也没有充分考

虑两种影响在不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之间的异质

性，从而未能很好地解答经济逻辑与文化逻辑在形

塑中国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时孰强孰弱。
借助夫妻性别观念互动这一分析工具，本文将

性别角色论拓展为观念互动论，并通过夫妻互动情

境将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整合进同一理论框架内进

行勾连分析。 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关注性别分工实践的

直接作用。 此外，本文还考察夫妻观念互动的直接

作用、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交互作用，以及分工实

践与观念互动在不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之间的差

异化影响。
首先，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身价值观念相似的

配偶［５１］。 夫妻间的文化相似性有助于建立持久的情

感连接，达成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５２］。 依据性别角

色论中关于夫妻匹配的研究，性别观念契合的夫妻

在工作与家庭决策上更不易产生分歧。 因此，本文

提出假设 ３，以关注观念互动的直接作用。
假设 ３：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型显著影响双

方婚姻满意度，具体来说，观念契合提高婚姻满意

度，观念冲突降低婚姻满意度。

其次，婚姻满意度是掺杂着资源交换和文化认

同的情境性感受，满意感并非只受到分工实践和观

念互动的直接影响，还受到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的

交互影响。 性别观念互动构成了夫妻双方在评价彼

此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时的具体情境，由此分工实

践和观念互动相互作用于婚姻满意度。 当夫妻的性

别观念不一致时，夫妻对彼此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

的重视程度也可能存在不同，这意味着个体在家庭

中的贡献没有获得配偶的赞赏［２２］（ＰＰ２４２－２４５）。 比如，有
学者指出典型的错配组合是“追求平等的妻子与遵

循传统的丈夫”，妻子期待与丈夫共同料理家务，丈
夫却提倡传统的家务分工模式，导致“谁来持家”成
为婚姻矛盾的主要焦点［５３］。 而当妻子期待丈夫履行

养家者的角色、丈夫同样期待妻子承担更多的经济

责任时，既有研究却没有解答婚姻矛盾是否会集中

显现为“谁来养家”。 本文希望全面考察分工实践

与观念互动的交互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４。
假设 ４：在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不同类型间，配

偶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对个体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观念冲突的夫妻对彼此挣

钱和做家务的重视程度存在矛盾。
最后，安德鲁·切尔林（Ａｎｄｒｅｗ Ｃｈｅｒｌｉｎ）富有洞

见地指出，在西方社会，婚姻意义经历了从制度婚姻

中恪守传统规范，到伴侣婚姻中遵从性别角色，再到

５２



个体婚姻中强调情感等非物质需求的转变［１］。 国内

研究也发现，与客观经济地位相比，夫妻观念匹配对

女性婚姻满意度的作用更为关键［１６］，一种追求共同

语言、互相尊重的夫妻关系已然出现［５４］（ＰＰ１１１－１１５）。
不过，我们将婚姻感受置于夫妻的互动情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中理解，同样要考虑由时间和

空间界定的社会情境（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观念契合为

重的论断并不适用于所有群体，作为时间和空间维

度的指示物，不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的群体面临

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迥异。 现有研究表明，在时间维

度上，年轻世代相较于年长世代更为注重精神和情

感需求［５２］［５５］，且年轻女性的婚姻感受更多地受家务

分工的影响［４７］；在空间维度上，与农村居民相比，传

统分工模式对城镇居民的婚姻稳定性的损害更

大［５］［１２］。 本文预期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的影响在不

同的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有所不同，因此提出假

设 ５。
假设 ５：与配偶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相比，观

念互动类型对个体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但这种

主导作用在不同的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存在异

质性。
综上，本文围绕夫妻互动情境中丈夫和妻子的

双重互动主体，把握“个体—配偶” “实践—认知”
“传统—现代”三对关系，旨在探讨分工实践与观念

互动如何共同形塑中国夫妻的婚姻满意度。 本文分

析框架见图 ２。

图 ２　 情境视角下婚姻满意度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 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

据。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调查中心主持的全国性社会追踪调查，该调查于 ２０１０
年正式启动，采用三阶段内隐分层的概率抽样法，在
２５ 个省 ／市 ／自治区抽取近 １６０００ 户家庭，以样本家庭

中的全部家庭成员为调查对象。 此后，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对初访样本展开了每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
为确保数据的时效性，本文使用最新一轮询问

了受访者婚姻满意度和性别观念的 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数据。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依据家庭关

系库中的配偶信息将夫妻匹配起来，成功匹配的夫

妻样本共计 ６７２９ 对。 在采用案例删除法（ ｃａｓｅｗｉｓｅ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处理缺失值后，最终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

量为 ６０５２ 对。

（二）变量测量

１．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婚姻满意度。 问卷中的婚姻满

意度量表包含 ３ 个题项，分别是“总的来说，您对您

当前这段婚姻生活有多满意” “您对对方在经济上

为家庭做出的贡献有多满意”以及“您对对方在家

务上为家庭做出的贡献有多满意”。 受访者依据对

这三方面的评价打分，得分从代表“非常不满意”的
１ 分，到代表“非常满意”的 ５ 分。 三项指标的克朗

巴哈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为 ０． ７５４，本文采用因子

分析法，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将之处理为取值为 ０－
１００ 的婚姻满意度得分，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对婚姻

关系的满意度越高。
２． 自变量

分析的自变量之一是由配偶经济贡献和家务贡

献所测量的性别分工实践。 本文采用绝对收入和相

６２



对收入来测量经济贡献。 绝对收入包括个体的受雇

劳动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退休金收入（适用于已退

休人员）。 针对相对收入，本文采取被学界广泛使用

的经济依赖测算法［５６］，计算公式为（本人收入－配偶收

入） ／ （本人收入 ＋配偶收入），其值域为［－ １， ＋ １］，其
中 －１ 表示本人在经济上完全依赖配偶提供支持， ＋１
表示本人向配偶提供完全的经济支持，０ 表示双方彼

此在经济上没有依赖。 此外，为了更好地刻画夫妻经

济依赖状况，本文还计算了本人是否全部或基本依靠

配偶收入。 所谓全部或基本依靠，是指本人收入在夫

妻收入总和中所占比例不超过 ２０％。
本文同样采用绝对值和相对值来测量家务贡

献：一是受访者在工作日和休息日中投入家务劳动

的时间，不包括照顾家人的时间，本文先赋予工作日

权重 ５ ／ ７，赋予休息日权重 ２ ／ ７，随后加总得到平均

每日家务劳动小时数；二是本人家务劳动时间占夫

妻总和的百分比。
另一个自变量是夫妻性别观念互动。 调查问卷

测量性别观念的题目包括“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

家庭为主”“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女人应该有

孩子才算完整”和“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 被访者

按照从 １ 到 ５ 的分数对上述陈述进行认可评价，１ 分

代表“非常不同意”，５ 分代表“非常同意”。 本文对除

“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之外的三项陈述均采取逆向

编码，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持有的性别观念越现代。
相关性分析显示，在 ０． ００１ 的统计水平上，样本

中“男人家务”与其余三项指标间均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 这是因为只有 ４． ６３％ 的妻子和 ５． ７７％ 的丈

夫明确反对“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导致该指标的

集中程度远高于其他题目。 鉴于数据分布特征，为
了避免解释困难和理解偏差，本文参照以往研究的

做法［５７］，基于“男女分工”、“女人婚姻”和“女人子

女”三项指标进行聚类分析，以探索夫妻性别观念互

动的分类③。
３． 控制变量

本文包含个体和家庭两个层次的控制变量：一
是夫妻双方各自的特征，包括受教育年限（年）、是
否为共产党员、职业类型、是否为非农业或居民户

口、是否为汉族、自评身体是否健康；二是夫妻双方

共同的特征，包括夫妻受教育程度差距、夫妻年龄差

距、婚龄（年）、未成年子女数量、是否与夫妻一方的

父母同住、夫妻双方父母中是否有 ７５ 岁及以上的高

龄老人、夫妻是否同住、家庭是否居住在城镇、居住

地所在地区。 表 １ 展示了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Ｎ ＝６０５２）

变量 统计值 变量 统计值

妻子 丈夫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 ）

婚姻满意度 ７９． ４０ （２１． １２） ８９． ３０ （１６． ０４） 　 妻子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 ３９． ９２

家务时间 ２． ８３ （２． ０４） １． ７４ （２． ０１） 　 妻子受教育程度与丈夫一样 ４１． ９０

家务时间占比 ０． ６５ （０． ２５） ０． ３５ （０． ２５） 　 妻子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 １８． １８

收入对数 ６． ５６ （４． ５１） ８． ５９ （３． ７４） 夫妻年龄差（％ ）

经济依赖 － ０． ３１ （０． ５６） ０． ３１ （０． ５６） 　 丈夫比妻子小 ３ 岁及以上 ４． ２８

基本依靠配偶收入 ０． ３５ （０． ４８） ０． ０８ （０． ２７） 　 夫妻年龄差在 ３ 岁以内 ６３． ３３

男女分工观念 ２． ３９ （１． ３１） ２． ２０ （１． １９） 　 丈夫比妻子大 ３ 岁及以上 ３２． ３９

女人婚姻观念 ２． ４８ （１． ３２） ２． ５２ （１． ３１） 婚龄（年） ２５． ０９ （１４． ２７）

７２

③依据夫妻双方在性别观念上的回答，如果将回答“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者界定为传统，其余的归为非传统，由此可

以人为划分出四种类型，即“丈夫传统，妻子传统”“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丈夫非传统，妻子

非传统”。 本文直接划分夫妻在男女分工观念上的类型，并将其作为聚类分析结果的替换测量，发现人为分类与聚类分

析后的主要分析结果是一致的，说明研究结论稳健。 与基于单一指标的人为分类相比，本文使用基于多项指标的聚类

分析，以更全面地捕捉个体对性别角色的认知。



续表

变量 统计值 变量 统计值

妻子 丈夫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 ）

女人子女观念 １． ９１ （１． １５） １． ９９ （１． １９） 未成年子女数（％ ）

受教育年限（年） ７． ３７ （５． １０） ８． ８１ （４． ３４） 　 ０ 个 ５７． ６５

党员 ０． ０６ （０． ２３） ０． １６ （０． ３７） 　 １ 个 ２１． ４８

职业（％ ） 　 ２ 个及以上 ２０． ８７

　 管理职业 ３． ２２ ６． １０ 与父母同住 ０． ２８ （０． ４５）

　 专业职业 ６． ４９ ５． ７０ 父母中有高龄老人 ０． ３６ （０． ４８）

　 一般非体力职业 １７． ２２ １３． ８８ 夫妻同住 ０． ９５ （０． ２１）

　 工农职业 ４２． ８３ ５８． ５１ 居住城镇 ０． ５１ （０． ５０）

　 其他 １． ９２ ２． ２０ 居住地区（％ ）

　 不在业 ２８． ３２ １３． ６２ 　 东部 ３１． ０５

非农业 ／居民户口 ０． ２７ （０． ４４） ０． ２９ （０． ４５） 　 中部 ２５． ９３

汉族 ０． ９３ （０． ２６） ０． ９３ （０． ２５） 　 西部 ２９． ４６

自评健康 ０． ７２ （０． ４５） ０． ７８ （０． ４１） 　 东北 １３． ５７

　 　 注：括号中为连续变量的标准差。

　 　 （三）分析策略

本文的数据分析包含四部分。 首先，本文对性

别观念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分

析（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划分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

型。 聚类分析根据夫妻双方的性别观念得分将其

分成若干类，使得同一类型内的同质性尽可能高，
以揭示观念互动的典型模式［５８］（ＰＰ１１４－１３５）。 其次，由于

因变量为连续变量，本文运用常规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回归模型来分析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直

接影响。 再次，本文在回归模型中纳入夫妻性别观

念互动与配偶经济贡献、家务贡献的交互项，以探

讨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交互影响。 最后，本文从

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两方面来划分全样本，通过分

组回归的方式考察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在不同群

体中的作用力大小，并使用似无相关方法（ ｓｅｅｍｉｎｇ⁃
ｌｙ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对模型中回归系数的组间差

异进行检验［５９］。
四、研究发现

（一）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四种典型类型

为了归纳出中国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典型类

型，本文基于夫妻双方对三项性别观念陈述的态度，
预先设定好不同的类型数目，以展开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

分析。 综合考虑各类型的现实解释力、后续的分析

便利性以及前文构建的类型学框架后，本文最终选

取了四分类模型。 表 ２ 呈现了四分类在各项性别观

念标准化得分上的均值，大于 ０ 表明性别观念相对

于样本平均水平偏向现代，小于 ０ 表明与样本平均

水平相比性别观念更为传统。

表 ２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聚类分析（Ｎ ＝６０５２）

变量 夫妻传统—契合型 妻子现代—冲突型 丈夫现代—冲突型 夫妻现代—契合型

妻子性别观念

　 男女分工 － ０． ６８ ０． ７１ － ０． ４５ ０． ９４
　 女人婚姻 － ０． ６７ ０． ６９ － ０． ４３ ０． ９４
　 女人子女 － ０． ５６ ０． ４７ － ０． ４７ １． １２
丈夫性别观念

　 男女分工 － ０． ７２ － ０． ２０ ０． ４３ ０． ９８

８２



续表

变量 夫妻传统—契合型 妻子现代—冲突型 丈夫现代—冲突型 夫妻现代—契合型

　 女人婚姻 － ０． ７５ － ０． ３５ ０． ７１ ０． ８６

　 女人子女 － ０． ６３ － ０． ４３ ０． ５３ １． ０３

百分比（％ ） ３１． ８６ ２５． ５１ ２６． ５０ １６． １３

　 　 依据四个类型在各指标上的呈现情况，我们将四

种类型分别命名为“夫妻传统—契合型”（３１． ８６％）、
“妻子现代—冲突型”（２５． ５１％）、“丈夫现代—冲突型”
（２６． ５０％）和“夫妻现代—契合型”（１６． １３％）。 聚类分

析的结果验证了由夫妻双方性别观念的相互交织所建

立的类型学框架，勾勒出当代中国夫妻间观念互动模

式的全景图。 对于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四种类型分别

具有哪些特征，本文结合不同类型在婚姻满意度和性

别分工实践上的差异（见图 ３）④，对此予以解答。
第一类夫妻在三项性别观念上得分均最低，表

明夫妻双方共同遵循传统性别规范，可以被界定为

“夫妻传统—契合型”。 该类型最大的特点是夫妻

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其余三类，丈夫和妻

子的婚姻满意度分别为 ９０． ８５ 分和 ８３． ０４ 分，同时

双方花费在家务上的时间最多，各自的年收入也都

相对更低。 但若从夫妻差异来看，此类夫妻的性别

分工状况并非最为传统。
第二类的妻子持有现代性别观念，而丈夫却信奉

保守性别规范，故归纳为“妻子现代—冲突型”。 在这

类得到较多学界关注的错配夫妻中［２２］（ＰＰ２４２－２４５）［５３］，妻子

的婚姻满意度仅为 ７４． ６８ 分，明显低于其他类型，丈
夫的满意度得分也相对较低（８８． ４４ 分）。

图 ３　 四种观念互动类型的性别分工实践

　 　 第三类的妻子遵循传统性别规范，但丈夫持有

现代性别观念，因此命名为“丈夫现代—冲突型”。
该类型的丈夫对婚姻生活最为不满，满意度得分仅

为 ８８． ２８ 分，而妻子的满意度得分相对较高（８１． ０９
分）。 此外，该类夫妻在家务时间和个人收入上的性

别差异最大，表明这类夫妻的分工实践最为偏向“男
主外，女主内”模式。

第四类夫妻共享着现代性别观念，双方在所有

性别观念指标上得分均最高，因而被称为“夫妻现

代—契合型”。 该类夫妻在性别分工上展现出较为

现代的格局，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为 ８９． ２９ 分，然而妻

子的婚姻评价并未更积极，７６． ９０ 分的满意度得分

仅高于“妻子现代—冲突型”。
上述四种类型描绘了孕育婚姻感受的典型情

９２

④方差分析显示，在 ０． ００１ 的显著度上，婚姻满意度、每日家务时间和年收入对数在四种类型间存在显著差异。



境，刻画了夫妻间在传统与现代性别角色认知上的

杂糅互动，反映了婚姻内部多样态的契合与冲突。
具体而言，达成共识的夫妻占比为 ４７． ９９％ ，其中认

同传统规范的夫妻比例超过了共享现代观念的夫

妻。 余下两类夫妻则表现出观念互动中的矛盾碰

撞，两类冲突型夫妻的比例相近，共计达 ５２． ０１％ 。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回归模型来考察分工实践与观

念互动对婚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
（二）分工实践、观念互动与婚姻满意度

表 ３ 和表 ４ 分别为妻子和丈夫的婚姻满意度多

元回归结果，所有模型均纳入全部的控制变量⑤。
区别在于各模型的自变量测量不同，主要是为了全

面刻画夫妻的性别分工实践，并检验分析结果的稳

健性。 模型 １ 采用绝对的收入和家务时间，模型 ２
采用配偶是否依靠本人收入和相对家务时间，模型

３ 采用经济依赖和相对家务时间。 由于相对值更能

体现公私领域劳动的分配属性，因此本文基于模型

３，在模型 ４ 中进一步加入夫妻观念互动变量。 本文

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测量方法，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

都稳定影响着两性的婚姻满意度。
１． “男人养家，女人持家”无法达成两性满意的

婚姻

就配偶经济贡献的影响而言，女性仍旧看重丈

夫的经济贡献，丈夫基本依靠自身供养家庭会导致

女性的满意度降低 ５． ３７ 分。 然而，男性同样重视妻

子的经济能力，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妻子的收

入对数（ｂ ＝ ０． １２，ｐ ＜ ０． ０５）和提供的经济支持（ｂ ＝
１． ２１，ｐ ＜ ０． ０１）对丈夫婚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当妻子收入在夫妻总收入中的占比低于

２０％时，男性满意度会下降约 ０． ８１ 分。
本文的分析结果验证了西方学界的“弹性假

说” ［３］［２８］［２９］，但与基于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３０］［３１］。 我们发现，妻子挣钱养家

有助于丈夫获得更为积极的婚姻感受，说明近几年来

丈夫养家模式无力应对急剧上升的再生产成本，妻子

的经济贡献对稳定家庭生计、实现满意婚姻至关重要。
在配偶家务贡献的影响上，男性依然重视妻子

的家务贡献，随着妻子的家务占比提高，丈夫对婚姻

关系的满意度也在提升（ｂ ＝ ２． １５，ｐ ＜ ０． ０５），而妻子

实际家务时间的系数并不显著（见表 ４ 的模型 １）。
与此同时，丈夫分担家务有助于提高妻子的婚姻满意

度，不论是丈夫在家务上投入更多时间（ｂ ＝ ０． ２４，ｐ ＜
０． １），还是提高家务时间占比（ｂ ＝ ３． ９８，ｐ ＜ ０． ００１），
妻子都会更加感到满意。 这些结果显示，相较于男

性，女性对家务分工实践格外敏感，在经济贡献之

外，她们还要求丈夫共担家务。
上述发现支持了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无论是对于

丈夫还是妻子，不均衡的养家责任和家务负担都会

给婚姻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传统的“男人养家，女人

持家”分工模式无法达成两性满意的婚姻，妻子挣钱

养家促使男性对婚姻更满意，丈夫分担家务促使女

性对婚姻更满意。

表 ３　 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结果（Ｎ ＝６０５２）

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配偶收入对数
０． ３２４∗∗∗

（０． ０８３）

配偶家务时间
０． ２３６ ＋

（０． １４３）

配偶经济依赖
２． ７５８∗∗∗

（０． ５９２）
２． ６７２∗∗∗

（０． ５８８）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３． ７３２∗∗

（１． １５９）
３． ９７７∗∗∗

（１． １６６）
３． ９２６∗∗∗

（１． １５７）

０３

⑤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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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配偶基本依靠本人收入
－ ５． ３６８∗∗∗

（１． １４４）

本人收入对数
－ ０． ０８９
（０． ０７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８）

０． １５８∗

（０． ０７７）
０． １６４∗

（０． ０７７）

本人家务时间
－ ０． １９０
（０． １３３）

０． ０１８
（０． １４１）

０． ０２９
（０． １４１）

－ ０． ０３３
（０． １４０）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

（夫妻传统—契合型 ＝ ０）

　 妻子现代—冲突型
－ ６． ５５６∗∗∗

（０． ７６６）

　 丈夫现代—冲突型
－ １． １０５
（０． ６８４）

　 夫妻现代—契合型
－ ４． ０６４∗∗∗

（０． ９３６）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７５． ７４０∗∗∗

（２． ９３３）
７６． ３５７∗∗∗

（２． ９３４）
７４． ４０２∗∗∗

（２． ９６２）
７６． ８９８∗∗∗

（２． ９８６）
Ｒ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８ ０． ０８１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

表 ４　 丈夫婚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结果（Ｎ ＝６０５２）

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配偶收入对数
０． １２２∗

（０． ０５０）

配偶家务时间
０． ０４３

（０． １０４）

配偶经济依赖
１． ２１０∗∗

（０． ４４４）
１． ２２４∗∗

（０． ４４５）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１． ９３１ ＋

（１． ０９０）
２． １４５∗

（１． ０９２）
２． ０７５ ＋

（１． ０９６）

配偶基本依靠本人收入
－ ０． ８１０ ＋

（０． ４６５）

本人收入对数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１）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３）
０． １６８∗

（０． ０７１）
０． １７４∗

（０． ０７１）

本人家务时间
０． ０３２

（０． １０７）
０． １９５

（０． １３３）
０． ２１０

（０． １３３）
０． １８６

（０． １３３）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

（夫妻传统—契合型 ＝ ０）

　 妻子现代—冲突型
－ １． ７７８∗∗

（０． ５８６）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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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丈夫现代—冲突型
－ ２． ２１１∗∗∗

（０． ５５９）

　 夫妻现代—契合型
－ ０． ４９６
（０． ７０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８６． ６９９∗∗∗

（２． ３１９）
８５． ６５３∗∗∗

（２． ４３３）
８５． １４５∗∗∗

（２． ４３７）
８６． ０７７∗∗∗

（２． ４４４）

Ｒ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７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

　 　 ２． 性别观念冲突的夫妻类型不利于提升婚姻满

意度

表 ３ 和表 ４ 的模型 ４ 显示，与“夫妻传统—契合

型”相比，性别观念冲突的类型会显著降低夫妻双方

的婚姻满意度，这验证了现有研究的发现［１６］［４０］。 但

是基于类型学的分析，我们可以细致地考察四种观

念互动类型在婚姻感受上的具体差异。 哪种观念

互动类型中男女两性对婚姻关系不满程度最高？
本文发现，当本人背离而配偶遵循传统性别规范

时，男女两性的婚姻满意度最低。 与参照组相比，
“丈夫现代—冲突型”中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降

低 ２． ２１ 分，“妻子现代—冲突型”中妻子的婚姻满意

度显著降低 ６． ５６ 分。 换言之，当夫妻的性别观念存

在冲突时，追求性别平等的一方会有更加消极的情

感体验。
从契合型的观念互动来看，相较于“夫妻传统—

契合型”，在都持有现代性别观念的夫妻中，丈夫的

婚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却

明显降低了 ４． ０６ 分。 可能的解释是，按照既定的传

统性别角色来运作婚姻可能比打造新模式更容易，
因为传统家庭中需要协商的议题较少［４８］。 相比之

下，当家庭内部缺乏明确的角色期待时，夫妻双方关

于性别分工实践的协商可能会增加。 至此，假设 ３
部分被证实。

在控制变量上，党员身份、身体健康、居住于东

北地区和婚姻持续时间长均会提升两性的婚姻满意

度。 从家庭结构、抚幼和养老负担来看，只有妻子的

婚姻满意度会受到显著影响，当家庭中有 ７５ 岁及以

上的高龄老人或未成年子女需要照料时，女性容易

对婚姻关系感到不满，而男性的婚姻评价却不受“一
老一小”照料需求影响。

（三）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交互作用

本文在表 ３ 和表 ４ 中模型 ４ 的基础上纳入了夫

妻性别观念互动与配偶经济依赖、配偶家务时间占

比和本人收入对数的交互项，图 ４ 和图 ５ 直观展示

了交互效应。 分工实践对婚姻感受的影响无法从由

观念互动构成的特定夫妻互动情境中脱嵌，由此假

设 ４ 的前半部分得到数据支持。 下面分别阐述男女

样本中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的交互作用。
１． 女性对丈夫经济和家务贡献的重视程度随互

动类型而变化

从丈夫经济贡献的影响来看，只有“丈夫现代—
冲突型”的交互项显著（ｂ ＝ ２． ５４， ｐ ＜ ０． １），余下两

类观念互动的交互项并不显著。 有学者指出，中国

女性对丈夫经济贡献的重视程度不随自身性别观念

的变化而变化［５］。 但本文表明，当丈夫不认同男人

养家规范而妻子崇尚传统分工模式时，妻子更为重

视丈夫履行养家责任，她们的婚姻评价更可能因丈

夫经济贡献不足而降低。 这说明夫妻互动情境是剖

析婚姻感受的有力视角，它揭示了在仅考虑单方认

知时被掩藏的信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女性本人收入的影响也在

互动类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与 “夫妻传统—契合

型”相比，无论是传统女性还是现代女性，只要其丈

２３



夫不遵循传统性别规范，经济自主性都会更大幅度

地提升女性的满意度，且这种积极影响在一致持有

现代观念的夫妻中最大（ｂ ＝ ０． ６４， ｐ ＜ ０． ０１）。 这一

发现表明，丈夫持有现代性别观念有助于妻子突破

持家者角色的桎梏，她们因为丈夫尊重其发展事业

而获得较高的婚姻满意度。 这也呼应了现有文献的

发现，即传统丈夫的妻子在发展事业时，可能会面临

亲密关系受损的风险［５３］。
从丈夫家务贡献的影响来看，家务均摊对“夫妻

传统—契合型”中妻子婚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较弱，
图 ４ 中其预测线斜率最小，表明这类女性不会因承

担较多家务而表达强烈不满。 但相较于参照组，“丈
夫现代—冲突型”中的妻子却更为重视丈夫做家务

（ｂ ＝ ５． ５４， ｐ ＜ ０． ０５），而剩下两类的交互项系数均

不显著。 如果以对配偶家务贡献的满意度为因变

量，结果则显示，随着丈夫做家务增多，“妻子现代—
冲突型”（ ｂ ＝ ８． ７７， ｐ ＜ ０． ０５）和“夫妻现代—契合

型”（ｂ ＝ ９． ３９， ｐ ＜ ０． １）中的妻子都会表现出更高的

家务贡献满意度⑥。 上述结果表明，一方面，现代女

性追求性别平等，她们尤其要求夫妻间家务共担；另
一方面，即使女性遵循传统规范，一位拥护性别平等

的丈夫同样会强化她们对家务分配公平性的重视。

图 ４　 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交互作用

　 　 ２． 男性对妻子经济和家务贡献的重视程度随互

动类型而变化

在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型上，只有“丈夫现代—
冲突型”的交互项具有显著性，男性对妻子经济和家

务贡献的重视程度并未在参照组和其他两类互动间

表现出差异。 有学者指出，男性农民工在城乡迁移

中会在家务分担和养家角色上做出让步，但这种让步

更多源于对家庭现状的被迫妥协，男性自身仍需调和

传统规范理念与现实分工实践之间的张力［３４］（ＰＰ９９－１１９）。
然而，那些背离传统性别规范的男性如何解释和评

价性别分工实践？ 本文希望对此予以解答并推进已

有研究。
从妻子经济贡献的影响来看，“丈夫现代—冲突

型”中男性最为重视妻子的经济能力（ｂ ＝ ２． ２５， ｐ ＜
０． ０５）。 随着妻子从经济依赖者全然转变为经济供

养者，现代男性的婚姻满意度提高约 ５． １ 分，而参照

组仅相应增加 ０． ６ 分。 当男性不再支持性别区隔的

分工模式，而其妻子仍然期许他们担当经济顶梁柱

时，现代男性反倒愈加重视妻子的经济贡献。 有趣

的是，传统女性同样更看重丈夫的经济贡献，这表明

夫妻对彼此承担经济责任的要求存在一定冲突，从
而验证了假设 ４ 的后半部分。

此外，还是在“丈夫现代—冲突型”中，打破传

统规范的男性不甚在意妻子是否操持家务，对应的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ｂ ＝ － ４． ２５， ｐ ＜ ０． １），图 ５ 中

其预测线斜率甚至小于 ０。 随着妻子成为完全的家

庭照料者，现代男性的满意度反而降低了 ０． ２４ 分，
但在都持有传统观念的夫妻中，传统男性的婚姻评

价却相应提高了 ４． ０１ 分。 可见，丈夫对妻子家务贡

献的认可程度取决于丈夫是否提倡传统分工模式。

３３

⑥分析结果留存备索。



图 ５　 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对丈夫婚姻满意度的交互作用

　 　 （四）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孰强孰弱？
１． 夫妻间性别观念的契合对婚姻满意度而言更

为重要

图 ６ 展示了在表 ３ 和表 ４ 的模型 ４ 中分工实践

与观念互动的相对作用。 对妻子来说，只考虑显著的

标准化回归系数，其绝对值由大往小依次为：妻子现

代—冲突型（ｂ ＝ －０． １３， ｐ ＜０． ００１）、夫妻现代—契合

型（ｂ ＝ －０． ０７， ｐ ＜ ０． ００１）、丈夫经济依赖（ｂ ＝ ０． ０７，
ｐ ＜０． ００１）、丈夫家务时间占比（ｂ ＝０． ０５， ｐ ＜０． ００１）。
对丈夫来说，同样是两类冲突型的观念互动影响更

强，其次是妻子经济依赖的影响（ｂ ＝０． ０４， ｐ ＜０． ０１），
再次是妻子家务时间占比的影响（ｂ ＝０． ０３， ｐ ＜０． １）。

图 ６　 分工实践和观念互动的相对作用

上述排序表明，对于婚姻满意度而言，相较于配

偶的经济和家务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夫妻间性别观

念契合。 这一发现为现代婚姻意义的转变提供了经

验证据，人们愈发重视精神层面的协调合拍与相互

理解。 不过，与家务贡献相比，配偶经济贡献对两性

婚姻感受的作用更强，这再次印证了在前途莫测的

市场化进程中，经济基础作为婚姻稳定剂的作用不

容小觑。
２． 两种影响在不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存在

异质性

表 ５ 和表 ６ 为分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的回归结

果。 城乡地区指家庭居住在城镇还是农村。 婚姻队

列指在特定时期内结婚的人口，按照中国社会的重

要转型阶段，本文将结婚时期划分为 １９７８ 年以前、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年、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 年以后⑦。 分工

实践与观念互动的影响在不同队列间存在明显差

异。 就女性样本而言，在观念互动上，“妻子现代—
冲突型”显著降低了所有队列的婚姻评价，而“夫妻

现代—契合型”的负面影响则只在 １９９２ 年之后的队

列中具备显著性。 此外，分工实践的显著影响在

１９７８ 年以后的队列中才显现，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年结婚的

女性既重视丈夫的经济贡献也重视其家务贡献，而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的女性队列仅看重丈夫的经济贡献

（ｂ ＝ ２． ２３，ｐ ＜ ０． ０５），２０１０ 年之后结婚的女性只关

注家务分工（ｂ ＝ ４． ８５，ｐ ＜ ０． １）。 这说明，随着队列

后移，女性对婚姻中经济资源的依赖逐渐减弱，对于

新生代女性而言，夫妻观念契合和平等家务分工是

打造满意婚姻的关键秘诀。

４３

⑦之所以使用婚姻队列而非出生世代，是因为婚姻队列更能反映个体结婚时经历的社会变迁。



与女性不同的是，夫妻观念冲突只显著降低了

１９９２ 年之前的男性队列的婚姻评价，且似无相关检验

显示，两类冲突型观念互动的系数在改革开放之前和

之后的队列模型中不存在组间差异。 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的队列中，男性不再受观念冲突的影响，而是更加强

调妻子的经济贡献（ｂ ＝ ２． ２４， ｐ ＜ ０． ０１）和家务贡献

（ｂ ＝６． ２１， ｐ ＜０． ０１）。 对于２０１０ 年以后结婚的男性，分
工实践与观念互动都没有对婚姻感受产生显著影响。

表 ５　 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队列和城乡的估计（Ｎ ＝６０５２）

自变量
婚姻队列 居住地

１９７８ 年以前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以后 城镇 农村

配偶经济依赖
２． ３２０

（１． ７０５）
３． ８７２∗∗∗

（１． ０４６）
２． ２２５∗

（０． ９９６）

２． ０４０
（１． ３３６）

３． ７９９∗∗∗

（０． ８９２）
１． ７１６∗

（０． ７７８）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 ０． ７５３
（２． ７３９）

８． ２６８∗∗∗

（１． ９９８）

０． ９４７
（２． ０３５）

４． ８５２ ＋

（２． ８８４）
７． ０４３∗∗∗

（１． ７４４）

１． ２３３
（１． ５６２）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

（夫妻传统—契合型 ＝ ０）

　 妻子现代—冲突型
－ ５． ８０８∗∗

（２． ０９７）
－ ７． ２１７∗∗∗

（１． ３４１）
－ ６． １３３∗∗∗

（１． ３３４）
－ ６． ４６８∗∗

（２． ０２９）
－ ６． ８９１∗∗∗

（１． １２９）
－ ５． ８８７∗∗∗

（１． ０４８）

　 丈夫现代—冲突型
－ ０． １４９
（１． ５３９）

－ １． ０８２
（１． ０９４）

－ ２． ００６
（１． ２５５）

０． ９７５
（２． １０５）

－ ０． ８８２
（１． ０３５）

－ １． １５６
（０． ９１６）

　 夫妻现代—契合型
－ ５． ７８１
（３． ５７５）

－ ２． ９７１
（２． １１６）

－ ４． ７４９∗∗

（１． ５４６）
－ ４． ５１７∗

（２． １２４）
－ ３． ４９３∗∗

（１． ２８８）
－ ４． ９１８∗∗∗

（１． ４０７）

常数项
９２． ６９８∗∗∗

（１４． ５３５）
８２． ０２０∗∗∗

（５． ２４０）
８０． １３７∗∗∗

（４． ３６４）
７８． ８０５∗∗∗

（６． ３５３）
７２． ２７８∗∗∗

（４． ３７４）
７７． ６５４∗∗∗

（４． ２８３）
Ｒ２ ０． ０９８ ０． ０８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９０

样本量 ７１８ １８７２ ２２２４ １２３８ ３０９３ ２９５９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

表 ６　 丈夫婚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队列和城乡的估计（Ｎ ＝６０５２）

自变量
婚姻队列 居住地

１９７８ 年以前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以后 城镇 农村

配偶经济依赖
０． ０８９

（１． １２２）
１． ３２０ ＋

（０． ７７３）
２． ２４０∗∗

（０． ７８１）

－ ０． ３００
（１． ０９８）

１． ６９０∗

（０． ６５７）

０． ８２０
（０． ６１６）

配偶家务时间占比
３． １０８

（２． ７６８）
－ １． ８３２
（１． ８６０）

６． ２１４∗∗

（１． ９３１）

－ ０． ０６９
（２． ６４８）

２． １５５
（１． ６６３）

１． ８８３
（１． ４５０）

夫妻性别观念互动

（夫妻传统—契合型 ＝ ０）

　 妻子现代—冲突型
－ ３． ５５６∗

（１． ６３４）
－ ２． ３４１∗

（１． ０１０）

－ １． １７９
（０． ９８４）

０． ６８０
（１． ６４７）

－ ０． ４３１
（０． ８６９）

－ ２． ６４１∗∗∗

（０． ７９５）

　 丈夫现代—冲突型
－ ３． ２６３∗

（１． ４４５）
－ ３． ０２９∗∗∗

（０． ８８４）

－ １． ２２０
（０． ９８０）

－ ０． ５９５
（１． ８２４）

－ １． ００１
（０． ８６８）

－ ２． ９６７∗∗∗

（０． ７２８）

　 夫妻现代—契合型
－ ３． ９７２ ＋

（２． ２５７）

－ ２． １７１
（１． ４８８）

－ ０． １２９
（１． １８１）

２． ３６８
（１． ７１８）

１． ５３０
（０． ９９４）

－ ２． ４１８∗

（１． ０３８）

５３



续表

自变量
婚姻队列 居住地

１９７８ 年以前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以后 城镇 农村

常数项
９８． ３４５∗∗∗

（８． ６９２）
９４． ０９４∗∗∗

（４． ０７７）
８１． ５０１∗∗∗

（３． ６７９）
８８． ４２２∗∗∗

（５． ４３３）
８４． ５９０∗∗∗

（３． ８５２）
８７． ８４６∗∗∗

（３． ３１０）

Ｒ２ ０． ０６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样本量 ７１８ １８７２ ２２２４ １２３８ ３０９３ ２９５９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

　 　 此外，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也表现出城乡异

质性，至此假设 ５ 完全得到证实。 跨模型的系数比

较显示，与农村女性相比，城镇女性的婚姻评价受丈

夫经济贡献（χ２ ＝ ３． １３， ｐ ＜ ０． １）和家务贡献（ χ２ ＝
６． ２２， ｐ ＜ ０． ０５）的影响都更强，观念互动的影响则

不存在城乡差异。 但在男性群体中，观念冲突仅显

著削弱了农村男性的婚姻满意度，妻子经济贡献只

会显著增进城镇男性的婚姻满意度。
五、总结与讨论

当市场化进程伴随现代化浪潮席卷而至时，中
国婚姻家庭的变迁既呈现出现代化特征，也显露出

传统模式的复苏，这种“变”与“常”浸润着个体对配

偶养家和持家的角色要求。 通过探究性别分工、性
别观念与婚姻感受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得以洞察私

人生活在时代变革中的卷入路径。 在社会性别文化

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现存研究往往未充分观照情

境分析与互动维度，忽视了夫妻之间多种模式的性

别观念互动。 鉴于此，本文使用 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数据，引入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类型学分析，
将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整合进情境视角下的分析框

架，以期解开当代中国婚姻关系的满意度密码。 主

要研究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传统分工无法

达成两性满意的婚姻。 在挣钱养家之外，女性还看

重丈夫分担家务，男性虽然要求妻子操持家务，但也

重视妻子的经济能力。 两性对配偶的要求彰显了跳

出传统脚本的一面，尤其体现在男性对妻子供养家

庭的要求当中。 当市场竞争的旋涡裹挟着消费主义

大行其道时，我们发现婚姻关系中经济贡献作为“硬
通货”的地位愈发凸显，这一发现既为与西方学界的

“弹性假说”对话提供了中国经验［３］［２８］［２９］，也为从中国

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把握男性对经济分工的感受提供

了实证探索。 但是，妻子的家务贡献和丈夫的经济

贡献依然显著地影响婚姻满意度，在个体对理想配

偶角色的定义中，传统与现代元素共生共存。
第二，基于丈夫观念现代性与妻子观念现代性

两个维度，本文归纳出四种夫妻性别观念互动的典

型类型：“夫妻传统—契合型”“妻子现代—冲突型”
“丈夫现代—冲突型”和“夫妻现代—契合型”。 类

型学分析展现了夫妻间多样化的协商一致和矛盾冲

突，有助于更精细化地考察观念互动对婚姻感受的

影响。 性别观念冲突的类型不利于提升婚姻满意

度，特别是当婚姻中一方支持性别平等、配偶笃信传

统规范时，男女两性的婚姻满意度最低；但在都持有

现代观念的夫妻中，妻子反而表现出了更低的满意

度，这揭示出性别平等进程中蕴藏的不确定性。 上

述分析表明，在剖析夫妻互动情境下的情感体验时，
不能囿于单方的个体认知或简单的契合与否，而需

考虑夫妻观念互动的多种类型。
第三，在四种夫妻观念互动的类型中，个体对配

偶挣钱和做家务的重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孤立个

体的主观定义无法完全解释婚姻感受，夫妻在互动

过程中共同编织着意义之网，因而分工实践对婚姻

感受的影响嵌入于由观念互动构成的夫妻互动情境

之中。 借助观念互动类型，我们得以描摹出不同夫

妻在定义理想配偶角色时的“心理画像”。
相比于一致认同传统规范的夫妻，首先，在“妻

子现代—冲突型”中，丈夫试图在事业上付出，而妻

子期待在家庭中有获得感，这时女性更重视丈夫的

家务贡献。 其次，在“丈夫现代—冲突型”中，婚姻

矛盾主要体现为“谁来养家”，如阿莉·霍克希尔德

（Ａｒｌｉｅ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所说，双方在婚姻中的付出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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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寄错地址的信件”，得不到另一方的回复［２２］（Ｐ２４３）。
该类型的妻子尤为重视丈夫履行经济支柱的职责，
而丈夫对妻子的要求则与传统男性气质有所偏离，
他们更加在意妻子的经济而非家务贡献。 有研究讨

论了基于实用主义的男性气质“妥协” ［３４］（Ｐ１７９），但这

里的“偏离”更多源于价值观念的变化。 最后，在
“夫妻现代—契合型”中，妻子追求性别平等的婚姻

生活，经济自主性更大幅度地提升了婚姻满意度，并
且她们特别强调家务的平等分工。

第四，对于中国夫妻的婚姻满意度而言，性别观

念契合比性别分工实践更为重要。 随着婚姻家庭的

变迁，与切尔林的婚姻三阶段理论的预期如出一辙［１］，
人们将亲密关系中的非物质需求提到了核心位置，
“三观相合”成为满意婚姻扎根的文化土壤。 但是，中
国的现代化转型呈现“时空压缩”特征［１９］（ＰＰ３－１２），在不

同的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

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在婚姻队列层面，年轻女性更加注重观念契合

与家务分工，折射出性别平等面相的现代期待。 可

是，随着队列后移，男性对观念契合的重视程度呈现

出递减趋势，市场转型时期结婚的男性仅关注分工

实践，对于近十年结婚的男性而言，其婚姻感受可能

受到本文分析框架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 上述队列

差异显示出鲜明的性别模式，新生代中男女婚姻需

求的差异趋于扩大，体现了婚姻变迁在两性间的不

均衡性。 在城乡层面，与农村女性相比，城市女性更

加强调丈夫的经济和家务贡献，而城市男性只关注

妻子的经济贡献，这种差异与城乡间悬殊的生活成

本相对应。
细捋之前林林总总的证据会发现，个体对配偶

的角色要求深嵌于经济发展环境、社会性别文化和

夫妻互动情境之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元素混杂、经
济与文化逻辑交织、个体与配偶观念交互的多面性。
本文引入夫妻性别观念互动这一概念，在学理上为

探讨由夫妻互动情境所形塑的婚姻感受提供了支

撑，也在经验上对思考中国家庭内分工公平逻辑与

情感生成机制的复杂性具有借鉴价值。 但是夫妻互

动过程是持续进行的，具有创造性和建构性，定量研

究只能揭示相对模式化的关系，无法完整揭示夫妻

对整个互动情境做出的意义阐释与主观解释［６０］。 未

来可以结合深入细致的定性方法，考察日常生活中

夫妻在传统规范与现代期待间的遵从、协商与博弈，
以及双方对性别分工实践的描述性言说，以触及更

为细腻的心理过程。
婚姻满意度的“个体私事”事关人口战略的“国

家公事”，在婚姻和生育高度捆绑的中国，本文对于

推进新时代和谐婚姻家庭建设、主动应对“低生育率

陷阱”具有政策含义。 首先，男性的养家包袱和女性

的家务重担都会带来婚姻危机，加速运转的现代社

会需要男女共担家庭责任，社会各界应充分承认家

务劳动价值、消解刻板性别分工模式，为事业型女性

和家庭型男性营造开放包容的环境。 其次，与追求

性别分工在量化标准上的绝对平等相比，我们更应

鼓励夫妻关注性别观念的冲突，探寻满足双方期待

的分工实践，以建立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共同经营

的婚姻关系。 最后，婚姻问题的症结不在夫妻本身，
政府需要健全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建立家庭友好型

工作场所，减轻家庭层面“一老一小”的照料负担，
纾解男女两性在养家与持家上的角色冲突和实际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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